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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工作场所中的助人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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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项目突破了以往研究过于聚焦“助人行为”这一瞬时行为的局限, 把工作场所中的助人决策理解为

一种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的社会性风险投资决策过程, 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实践能够在组织内部为员工

之间的这种社会性风险投资决策, 创建和维持适宜的投资环境, 促使员工愿意、能够、敢于进行助人这种社会

性风险投资决策。基于上述思路, 项目首先构建工作场所中助人决策的过程机制模型, 然后就该模型与以往模

型存在的核心差异——反思调整——进行深入探索。随后, 就影响助人决策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从人力资源

管理职能的角度, 分别探讨工作设计和薪酬管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量对助人决策的影响机制。最后, 基于本项

目研究成果, 提出能切实促进员工助人决策的、体系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建议。 

关键词  助人决策, 社会性风险投资, 动态性心理契约, 资源分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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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方有难 , 八方支援”, 这种精神帮助中华

民族渡过了无数劫难。比如, 汶川同胞凭借全国

人民的帮助走出了大地震的阴霾, 新型冠状病毒

在武汉的爆发也因全国人民的互助而迅速得到有

效遏制。不仅国家和民族需要这种互助精神, 组

织中也一样需要员工之间的互相帮助。组织中员

工互助现象非常普遍, 绝大多数员工都有帮助和

被帮助的经验(Lee et al., 2019)。“助人”不仅对双

方有利(Bolino et al., 2002), 还能增强团队精神和

凝聚力 (王静  等 , 2019), 改善组织沟通和协调

(Stea et al., 2017), 确保组织有效运作(Spitzmuller & 

van Dyne, 2013), 提升群体和组织绩效(Podsakoff 

et al., 2000)。因此, 理解组织中的助人决策过程, 

并设计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来促进这个过程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助人决策过程是指个体针对求助者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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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开发、选择、实施相应的方案, 进而帮助求

助者有效应对其困境的过程。以往关于工作场所

助人决策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洞见 ,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助人行为”这一助人决

策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前因和后果 ( 宋珂  等 , 

2018)。例如, 已往研究从施助者、受助者、双方

关系和情境因素四方面考察了助人行为的发生原

因(e.g., Becker et al., 2018; Kogut et al., 2015; 

Kraus & Callaghan, 2016; Tse et al., 2013); 从施助

者、受助者和组织角度, 考察了助人行为的后效

(Human et al., 2018; Ouyang et al., 2018; Stea et al., 

2017)。然而, 这些研究往往把助人理解为一个瞬

间行为, 忽视了助人其实是一个社会性风险投资

决策过程(Nadler, 2020; Schein, 2009)。助人行为

只是助人决策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已(Darley & 

Latané, 1970)。助人决策过程不仅包含助人行为, 

还同时包括助人行为发生前的准备过程, 以及行

为发生后的调整等过程。深化对助人决策过程的

完整认识, 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员工互助现象, 

进而设计出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促进员工

互助。 

助 人 决 策 是 一 个 社 会 性 风 险 投 资 过 程

(Halbesleben & Wheeler, 2015)。以往只有 Da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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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atané (1970)针对旁观者是否进行见义勇为而

提出的“旁观者介入决策模型”能体现出助人决策

的过程性, 但该模型却没能体现出助人决策中施

助者所进行的利益权衡和反思调整过程(Dovidio 

et al., 2006)。首先, 就利益权衡来讲, 施助方在帮

助过程中需要对受助方进行时间、情绪、智力、

物品等方面的投资, 同时也期待受助方能进行适

当回报(Schein, 2009)。帮助具有互惠性(Guinote 

et al., 2015)：甲给乙的帮助越多, 在未来也通常更

容易得到乙的帮助。施助者会基于成本收益的权

衡而有选择性地帮助那些未来更可能帮到自己的

求助者(Perlow & Weeks, 2002)。员工之间的帮助

同样具有这种互惠性：施助者在短期不一定需要

受助者的回报, 但长期来看还是会期待得到特定

利益 (如感激、自尊等 ), 否则帮助将难以为继

(Lanaj & Jennings, 2020; Lanaj et al., 2016)。比如, 

组织中那些专业能力较强的成员比那些专业能力

较弱的成员更容易得到其他成员的帮助, 这可能

是因为其他成员会认为能力强的成员在未来更有

能力回报自己(van der Vegt et al., 2006)。其次, 就

反思调整来讲, 工作场所中施助者和受助者的互

动通常不是一次性而是多轮次的。施助者在实施

助人行为之后, 有很多机会主动或被动地获取关

于帮助行为的反馈信息, 从而确认自己的助人行

为是否给受助者带来了利益以及带来了怎样的利

益, 受助者又给施助者及所属组织带来了什么回

报 ; 并把受助者的获利以及自己和组织的获利 , 

与自己在施助前的相应预期进行比对, 最后再根

据比对结果来调整自己今后针对受助者及与受助

者相似人员的助人行为, 从而最大化自己社会性

风险投资决策的投资回报率(Piliavin et al., 1981)。 

本项目把工作场所助人决策这种社会性风险

投资决策过程的基础, 理解为是施受双方之间的

动态性心理契约, 认为助人决策过程包括与心理

契约相对应的签订前准备工作、签订中策略构思

以及签订后跟踪调整等一系列步骤。同时, 鉴于

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构建能促进员工互

助的组织环境(Amabile et al., 2014), 本项目进一

步提出管理者可以通过工作设计和绩效薪酬这两

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为员工构建和维持相

应的“风险投资”环境。最终, 本项目有望对工作场

所中助人决策做出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从

理论上来说 , 本项目从动态性心理契约的角度 , 

将助人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社会性风险投资过程, 

为助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此基

础上, 本项目突破了以往研究聚焦“助人行为”这

一瞬时行为的局限, 将助人看成是一个决策过程, 

为助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话题。

从实践上来讲, 本项目从人力资源管理不同模块

考察助人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 可以指导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 进而促进员工互助。 

2  研究构想 

本项目把工作场所中的助人决策理解为一种

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的社会性风险投资决策过程, 

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为员工互助构建和维持

相应的投资环境。基于以上回顾与分析, 本项目

将开展由 4 个研究构成的两部分研究工作(见图 1)。

第一个部分将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构建助人

决策的过程模型(研究 1); 然后聚焦于助人决策的

最后一个步骤, 也是本项目所提出模型与以往模

型区别最大的步骤——反思调整, 探索人际互助

过程中的助人决策动态调整过程(研究 2); 最后基

于该模型, 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看作影响个体进

行帮助这种社会性风险投资的重要环境因素来着

重考察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工作设计(研究 3)、

薪酬管理(研究 4)两方面的关键变量对员工助人

决策的影响模式。总的来讲, 本项目试图通过这 4

个研究来解答两个科学问题：工作场所中助人决

策过程是怎样的(研究 1 和研究 2)？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会如何影响助人决策(研究 3 和研究 4)？ 

2.1  助人决策过程模型构建及机制分析 

2.1.1  助人决策中的动态性心理契约 

同事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往史以及潜在的未

来交往机会。员工在进行助人决策这种社会性风

险 投 资 决 策 时 会 表 现 出 很 强 的 长 期 计 划 性

(Dovidio et al., 2006), 以确保自己所进行的助人

这种社会性风险投资具有长期的安全性和适当的

获利性。当然, 作为受助者其实也希望能够确保

自己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帮助, 并且不会因为受

到帮助而需要对施助者做出过分的回报。因此 , 

在助人决策过程当中, 施受双方都有动机去构建

一套能约束双方行为, 从而使得双方满意的动态

性心理契约。 

施受双方在互动中, 难以甚至不可能去写下

纸面上的契约。尽管个体在助人时有成本预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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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图 
 

收益期望(Dovidio et al., 2006), 但是社会规范并

不赞赏个体在助人时直接告知对方, 也不鼓励以

文字形式要求对方确认。但即使未被告知, 受助

者往往也会有亏欠感或感恩, 甚至产生报答施助

者的愿望(Lee et al., 2019), 否则会感到对不起施

助者。因此, 心理契约这一经常被用来解释员工

与雇主之间不成文社会契约关系的概念(Tekleab & 

Taylor, 2003), 可以非常好地刻画员工之间包括

互助在内的互动关系(Laulié & Tekleab, 2016)。 

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是传统心理契约理论

(Rousseau, 1995)的升级版, 该理论在传统心理契

约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心理契约在契约双方互动

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可变化性 (Rousseau et al., 

2018)。根据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 心理契约会由

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 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表

现出创建、维护、重新协商、修复四个不同的阶

段(Rousseau et al., 2018)。助人决策过程其实也涉

及到了施受双方在特定情境下针对帮助行为的心

理契约签订、维护和动态调整的过程。当员工关

注到周边同事遭遇困境后, 可能会开始探索与该

同事建立关于帮助的心理契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如果确认了签订该心理契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则可能会开始构建和实施帮助行为; 接着员工对

自己和受助者履行该心理契约的情况进行追踪 , 

以确认双方是否切实履行了该契约以及双方对该

心理契约是否满意; 如果双方都能履行并且对该

心理契约表示满意, 那么就继续维持该心理契约, 

否则就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对该心理契约进行调

整、终止或修复 (Beal & Ghandour, 2011; Zhao 

et al., 2007)。 

2.1.2  助人决策过程六步骤模型 

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能很好地刻画以往助人

决策过程模型中所缺乏的关于双方多轮次的互动

和反馈过程。因此本项目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理

论(Rousseau et al., 2018), 在旁观者介入决策模型

的基础上(Darley & Latané, 1970), 构建组织中助

人决策的六步骤模型。以往最具代表性的助人决

策过程模型是 Darley 和 Latané (1970)针对个体是

否主动帮助陌生人而提出的旁观者介入模型。该

模型认为助人决策包括 5 个步骤, 每个步骤都可

能影响个体是否做出助人行为：第一步, 发现他

人遇到问题; 第二步, 意识到他人急需帮助才能

顺利解决其问题; 第三步, 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帮

他人解决该问题; 第四步, 决定自己需要向他人

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第五步, 实施助人行为。该模

型从过程的角度重新看待助人决策, 为我们完整

认识助人决策过程提供了帮助。但是鉴于该模型

忽视了上文所述的关键问题：在助人过程中, 个

体会在考虑成本收益平衡的基础上, 进行多轮次

的互动和反馈(Dovidio et al., 2006)。本项目基于动

态性心理契约理论提出了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 

第一步, 关注困境。个体首先需要发现周边

同事遇到困境。这是助人决策的起点, 更是做出

助人行为的基础。发现他人困境阶段是一种主动

帮助决策过程。主动帮助是在受助者并没有表示

需要时就提供的帮助; 在受助者表示需要时提供

的帮助称为被动帮助(Lee et al., 2019)。一般来说, 

被动帮助不需要施助者耗费认知资源来发现他人

是否处于困境, 因而被动帮助可能不包括关注困

境阶段。能否发现他人困境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两

点：第一, 个体是否保持了一定水平的认知资源; 

第二 , 个体的注意焦点是否放在潜在受助者身

上。一旦个体的认知损耗过多(Ruci et al., 2018), 

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将注意焦点放在潜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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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者身上(Kogut et al., 2015), 则会导致识别他人

困境能力的下降, 从而影响着后续的助人行为。 

第二步, 解释困境。分析他人所处的困境, 判断

当事人是否无法自己解决并急需帮助等(Lepine & 

van Dyne, 2001)。当施助者发现了他人正处于困

境后, 至少会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他人是否需要帮

助：第一, 潜在受助者是否有能力摆脱困境; 第二, 

潜在受助者是否有时间摆脱困境。一般来说人们

通常倾向于向没有能力摆脱困境的弱者提供帮助

(Burnstein et al., 1994; Thompson & Fitzgerald, 

2017), 帮助弱小也是社会的行为准则; 而对那些

能够依靠自身实力但缺乏时间摆脱困境的人, 个

体也可能会基于互惠原则将其视为需要帮助的

人。但是否将个体的困境视为需要帮助的信号 , 

还要受到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Perlow & Weeks, 

2002)。此外, 由于很难感知他人的需求, 在最初

的互动或新的关系中人们难以提供主动帮助

(Human et al., 2018)。因此, 如何解释当事人所处

的困境不仅决定着施助者是否提供帮助, 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帮助的效果。 

第三步, 确认责任。根据所在组织和部门的

规范、他人口碑、双方关系、交往历史、困境归

因, 以及有无他人在场等因素, 确认自己有没有

以及有多少责任去帮同事脱离困境(Dovidio et al., 

2006)。影响到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责任以及有多大

责任伸出援手的因素主要包括组织特征、困境归

因、求助者特征以及旁观者数量等多个方面。在

组织特征方面, 那些强调集体主义(Choi, 2009)、

形成了互助惯例(Grodal et al., 2015)、具有高凝聚

力(Koopman et al., 2016)的组织, 通常能够促使个

体更多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处于困境当中的

同事。在困境归因方面, 如果个体认为求助者所

面临的困境是求助者自己造成, 而不是由不可控

的外力所导致的, 施助者就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没

有责任去帮助求助者。比如, 个体更愿意把课堂

笔记借给一个眼睛有问题的同学, 而不愿意借给

一个旷课去海滩玩耍的同学(Weiner, 1980; Weiner, 

1996)。在求助者特征方面, 个体会因为对互惠性

规范的遵守, 而认为自己对之前帮助过自己的人

具有帮助的责任(Lee et al., 2019)。最后, 旁观者

的数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自己是否提供

帮助的责任认知：随着旁观者数目的增加, 个体

会感到落在自己身上的责任越来越小(Darley & 

Latane, 1968)。 

第四步, 构思策略。当明确自己有责任助人

时, 施助者开始回答四方面问题：是否帮助, 帮助

多少, 提供什么帮助, 以及在什么情境下帮助。施

助者会考察受助者接受帮助的反馈及回报, 以及

双方的地位和差距, 从而选择不同的帮助策略。

根据帮助目的的不同, 可以分为自主性帮助策略

和依赖性帮助策略。自主性帮助是指提供给受助

者独立解决问题所需的工具或方法(周天爽  等 , 

2018), 通过帮助受助者提升能力和获取更多知识

来解决受助者的问题(Bamberger & Levi, 2009); 

而依赖性帮助是指为受助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全部

答案(周天爽 等, 2018), 直接帮助受助者解决相

关问题。长期来看, 自主性帮助能够减少施助者

和受助者之间的差距, 依赖性帮助则会保持甚至

扩大这一差距(Nadler, 2020)。由于父权主义者既

希望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 , 又想保护弱势群体 , 

因此倾向于向他人提供依赖性帮助而非自主性帮

助(Becker et al., 2018)。 

第五步, 实施助人。继续深入分析受助者所

处困境以及双方所处情境, 为实时调整自己的助

人决策提供信息。在实施助人阶段, 是施受双方

契约构建完成, 进入契约维持的阶段。施受双方

可能不会一次全部过渡到维护阶段, 而是在创建

和维护阶段之间有些重叠。个体会基于成本收益

权衡而对双方的契约条款进行评估, 在不会导致

双方情绪高水平激活的情况下, 对契约内容进行

小幅调整(Rousseau et al., 2018); 一旦由于双方契

约内容差异过大, 导致双方或一方积极或消极情

绪的高水平激活, 双方就会进入契约的反思调整

阶段。 

第六步, 反思调整。在助人过程中, 个体会持

续学习(Dovidio et al., 2006), 主动收集行为结果, 

判断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人脱离了困境, 他

人在多大程度上回报了自己或组织, 以及结果在

多大程度上符合自己预期; 如果受助者的回报与

施助者的预期差异过大, 激活了施助者的高强度

情绪反应, 就会造成双方的心理契约破裂, 并进

一步促使双方进入契约重新协商阶段或契约修复

阶段。总的来讲, 施助者会基于反馈信息来调整

自己的助人行为, 以求实现收益最大化、成本最

小化(Piliavin et al., 1981)。以上所述 6 个步骤并不

具有线性的时间先后顺序, 而是循环往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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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1：助人决策是一个包括关注困境、解

释困境、确认责任、构思策略、实施助人、反思

调整等 6 个步骤的社会性风险投资决策过程。 

2.2  员工助人决策的交互反思调整机制 

既然助人决策是一种社会性风险投资, 那势

必就有投资的成功或失败。助人对施受双方既可

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Lin et al., 

2019; Ruci et al., 2018)。为确保投资成功, 投资者

和被投资者之间的契约则显得非常重要：如果契

约能确保双方及其所属组织得利, 投资就可能成

功; 反之则可能导致各方乃至所属组织的利益受

损, 出现投资失败。因此, 心理契约可能会影响到

施受双方的互动(Schein, 2009), 并最终影响双方

社会性风险投资的成败。 

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 (Rousseau et al., 

2018), 施受双方的角色并不是固定的, 完全可以

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切换(van der Vegt et al., 2006)。

工作场所中的施助者和受助者的角色也可以频繁

切换, 这其实也就是互相帮助的表现。作为心理

契约的基础, 信任在心理契约的创建、维持以及

动态演变的过程当中均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Robinson et al., 1994; Rousseau et al., 2018)。心理

契约的本质就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双

方责任义务的信念系统(Rousseau, 1995)。只有双

方均能够履行各自责任义务的时候, 彼此才可能

相互信任, 心理契约也才能得到维持; 反之双方

就不再信任彼此 , 最终势必导致心理契约破裂

(Montes & Irving, 2008)。当个体信任他人时, 会

对他人的行为做出积极预期, 愿意让他人的行为

影响到自己的利益(Mayer et al., 1995)。只有当个

体相信求助者会以适当形式报答自己时才愿意帮

求助者(Schein, 2009)。并且值得注意的是, 个体

常常会低估他人为自己提供帮助的意愿(Newark 

et al., 2017);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认知偏差, 导致

个体容易低估求助者报答施助者的意愿, 从而降

低施助者对求助者的信任, 并使得施助者在助人

时会比较谨慎。 

根据信任的基础, 信任包括 3 个维度：能力

信任、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 (Schoorman et al., 

2007)。能力信任是指相信对方具备将事情切实且

有效完成的专业知识程度(Ganesan, 1994); 友善

信任是指相信对方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并且能

够切实关心和促进另一方利益的程度(Schoorman 

et al., 2007); 正直信任是相信对方会坚持一系列

另一方也认同的原则的程度(Mayer et al., 1995)。

在助人决策中, 能力信任表现为相信对方拥有为

自己提供有价值的帮助的能力; 友善信任表现为

相信对方关心自己的利益, 会在自己遇到困难时

伸出援手 ; 正直信任表现为相信对方为人正直 , 

能以公司利益为重, 从而会在自己遇到困难时帮

自己。互惠是心理契约的核心(Dabos & Rousseau, 

2004), 施助方需要对受助方在时间、情绪、智力、

物品等方面进行投资, 同时也期待受助方能进行

适当回报(Schein, 2009); 因此当个体对求助者具

有较高的能力信任、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时, 就

更愿意帮助求助者以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van 

der Vegt et al., 2006)。 

命题 2：能力信任、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均

能显著促进员工的助人决策(依赖性帮助和自主

性帮助)。 

施受双方的互助过程是多轮次的, 并且上一

轮次的互动结果会对下一轮次的互动产生重要影

响。也就是说, 不仅彼此的信任可以促进双方互

助, 双方互助其实也可以促进彼此的信任(张维迎, 

柯荣住, 2002)。从受助者的角度来讲, 自主性帮助

不仅能帮助受助者解决当前问题, 还能促进受助

者提升自我能力 , 从而尽快脱离对他人的依赖 , 

具有自行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Bamberger & Levi, 

2009); 依赖性帮助则只能帮助受助者解决当前问

题, 而不能促进受助者独立发展或者提高其以后

自行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Nadler, 2020)。然而, 出

于公平的考虑, 受助者在得到帮助之后, 即使是

依赖性帮助 , 也会倾向于感恩和信任施助者

(Greenberg, 1980)。 

命题 3：依赖性帮助能促进能力信任、友善

信任和正直信任。 

自主性帮助与信任, 特别是与能力信任之间

的关系则相对比较复杂。在人际互动中, 能力信任

特别重要 , 有时甚至比友善信任还重要(Billet & 

Fekken, 2020)。当我们相信对方具有我们所不具

备的重要能力或技术时, 我们更有可能去寻求对

方的帮助(van der Vegt & van de Vliert, 2005; van 

der Vegt et al., 2006)。如果甲没有足够的能力, 即

使甲帮助了乙, 乙也不会领情, 甚至会后悔接受

了甲的帮助(Newark et al., 2017)。而助人行为也会

通过影响甲对乙的信任, 继而影响甲对乙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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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自主性帮助是以促进受助者的独立问题解

决能力为重要目标, 能给受助者带来更多收益。

因此, 求助者更愿接受自主性帮助(Becker et al., 

2018)。同时, 在求助者接受自主性帮助之后也会

更加充分地体会到施助者的友善与正直。 

命题 4：自主性帮助能促进友善信任和正直

信任。 

随着自主性帮助的轮次增加, 双方在特定能

力上的差距可能发生变化。如甲给乙提供了自主

性帮助, 乙方开始时会认为自己没有错误估计甲

的能力 , 认为甲方的确具有很强的能力 ; 然而 , 

随后甲乙双方在某项能力上的差距可能会缩小

(Nadler, 2020), 直到最后甲在该能力上, 可能会

失去相对于乙的优势。此时, 乙可能会认为与甲

签订的心理契约已无法保证自己从社会性风险投

资中获得收益, 从而尽管对甲仍具有较高的友善

信任和正直信任, 但已经不再相信甲相对自己的

能力优势了, 因而可能会放弃与甲签订的心理契

约, 不再愿意接受甲的帮助, 也不再积极地寻找

机会帮助甲。甲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可能会

在后续轮次的互动过程中减少对乙的帮助, 特别

是自主性帮助。同时, 甲也可能会在后续轮次的

互动中刻意隐藏自己的能力 , 让乙误认为甲能

力不够从而降低再次向甲求助的频率。综上所述, 

在上述几方面机制的共同作用之下 , 受助者在

双方互动的初期会越来越相信施助方的能力, 然

而随着互动轮次的增加, 等到双方能力水平相近

的时候, 受助方对施助方的能力信任水平会逐渐

降低。 

命题 5：自主性帮助与能力信任之间呈倒 U

形关系。 

2.3  工作特征对助人决策的影响机制 

工作特征可能会通过影响工作投入进而影响

到助人决策。工作是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主要活

动内容。而工作本身的特征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员工的心理状态。包括技能多样性、任务完

整性、任务重要性、任务自主性以及任务反馈性

在内的工作特征(Hackman & Oldham, 1975), 可

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投入。技能

多样性需要员工使用更全面的技能和天赋去执行

不同活动。在此过程中, 员工需要把更多的特长

投入进工作。任务完整性高的工作要求员工完成

某个完整的、可识别的工作, 意味着员工不仅要

生产某个产品, 还要不断创造和拓展最终产品的

边界, 进而促使员工置身于更大的最终产品当中

去(Pierce et al., 2009)。任务重要性是指工作能对

他人命运和幸福产生影响的程度。任务重要性和

工作反馈都会促进员工的工作投入(杨红明, 廖建

桥, 2011)。任务自主性需要员工更主动地去思考

和解决各种工作问题, 找寻适当的工作方法, 因

此需要员工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 孙灵希和腾飞

(2013)历时 3 年的纵向追踪研究也发现任务完整

性和任务自主性会提升新进科研人员的工作投

入。任务反馈性是指员工能在工作中得到结果反

馈的程度。反馈性高的工作能让员工实时知道自

己的工作进度与结果, 能更好地在认知上卷入员

工, 也能通过提高满意度来促使员工更愿意在工

作中投入时间和精力(Schaufeli & Bakker, 2004)。任

务重要性、技能多样性和任务完整性, 能共同促使

员工感到工作的意义, 体会到积极情绪(Elsbach & 

Hargadon, 2006), 并最终更愿投入工作。 

命题 6：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

要性、任务自主性以及任务反馈性均能促进员工

的工作投入。 

根据资源分配框架 , 员工的资源是有限的

(Hockey, 1997)。如果多种任务需要消耗同一资源, 

那么这些任务就会对该资源展开竞争 (Hockey, 

1997)。如果个体针对某项任务投入了过多资源就

容易导致个体缺乏足够资源去投入其它任务

(Bergeron et al., 2013)。当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时, 他们会表现出专注与沉浸(Kahn, 1990)。专注

体现为把大量时间和认知资源投入工作; 而沉浸

则体现为全神贯注于工作 , 与工作融为一体

(Csikszentmihalyi, 1990)。然而, 当员工全神贯注

于工作时, 他们也就容易忽视其它事情(Rothbard, 

2001)。 

在助人决策中, 个体需投入相应的资源去发

现和分析他人的困境并构思助人策略(Mueller & 

Kamdar, 2011)。因此, 高工作投入的员工会把大

量认知资源投资于工作(Rich et al., 2010), 并可能

会出于资源保存的目的而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动机

去和他人签订关于帮助的心理契约。以往实证研

究也发现那些因为其它事件而消耗了较多认知资

源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助人行为。比如, 由于

焦虑情绪导致的认知资源损耗会促使高工作焦虑

员工的助人行为减少(Calderwood et al., 2018);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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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规模较大者虽有更多机会去帮助他人, 但

当其社会网络规模过大时, 个体的认知资源会消

耗过度, 从而难以识别他人需要, 最终减少了助

人行为(Stea et al., 2017)。结合本项目所提出的助

人决策六步骤模型来讲, 工作投入高的个体将难

以关注到他人所面临的困境; 即使关注到了他人

的困境, 也没有足够资源去客观公正地解释这些

困境; 还可能会因为不愿意把资源用于助人这种

角色外的行为, 而不去承担帮助他们脱离困境的

责任; 同时也就没有足够资源去构思适宜的助人

策略、实施助人和反思调整。因此, 工作投入可

能会抑制助人决策。鉴于命题 6 认为技能多样性

等工作特征能促进工作投入, 而工作投入又会抑

制助人决策, 我们进一步推论出以下命题。 

命题 7：工作投入中介技能多样性、任务完

整性、任务重要性、任务自主性以及任务反馈性

等工作特征对助人决策的抑制作用。 

任务互依性能促进员工间的积极情感和态度

(Ramamoorthy & Flood, 2004), 还能促进组织公

民行为(王艳子 等, 2014)。针对高任务互依性的

工作, 员工需要和他人持续互动(Guzzo & Shea, 

1992)。在互动过程中, 工作投入可能会促进员工

的助人决策。因为只有帮助相关工序上的同事 , 

该员工才能把自己深爱的工作做好。同时, 员工

针对低任务互依性的工作容易形成领地意识

(Wang et al., 2019), 因而可能会信奉“各扫自家门

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不愿离开自己的领地去

帮助同事。另一方面这些员工还可能会针对其他

员工形成这样的心理理论：其他同事会把我在工

作上对其提供的帮助视为入侵而不愿接受我的帮

助(Bachrach et al., 2006)。综上所述, 那些从事任

务互依性较低工作的员工会倾向于既缺乏相应的

机会, 也没有相应的动机去和同事签订帮助相关

的心理契约, 甚至担心自己所提供的帮助会被受

助者解释为是在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综上所述, 针对高任务互依性的工作, 工作

投入能促进助人决策; 而针对低任务互依性的工

作, 工作投入会抑制助人决策。鉴于命题 7 认为

工作投入可能会中介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

任务重要性、任务自主性以及任务反馈性等工作

特征对助人决策的抑制作用。我们进一步提出以

下命题。 

命题 8：任务互依性调节着工作投入在技能

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要性、任务自主性

以及任务反馈性等工作特征与助人决策之间的中

介作用。针对高任务互依性的工作, 工作投入在

技能多样性等工作特征与助人决策之间发挥着正

向中介作用; 针对低任务互依性的工作, 工作投

入在技能多样性等工作特征与助人决策之间发挥

着负向中介作用。 

2.4  团队绩效薪酬对助人决策的影响机制 

团队绩效薪酬可能会通过影响团队认同进而

影响到助人决策。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Tajfel & 

Turner, 1986), 个体会通过社会分类来认同自己

的所属群体, 进而偏爱内群体成员, 对外群体成

员则产生偏见; 并会努力实现和维持所属群体的

积极形象(Marques, 2010; 张莹瑞, 佐斌, 2006)。

在组织中, 员工既可以认同组织, 也可以认同所

在团队, 但员工通常会认为自己与团队的关系会

比与组织的关系更加密切(赵祁, 李锋, 2016)。团

队绩效薪酬可能会影响到员工与团队内及团队外

成员签订帮助相关心理契约的意愿和行为, 进而

影响助人这种社会性风险投资决策。 

绩效薪酬有很多形式, 如绩效工资、年终奖

及员工持股等(Park & Sturman, 2016)。它们通常

是两类绩效薪酬的混合体：基于个体绩效的个体

绩 效 薪 酬 和 基 于 团 队 绩 效 的 团 队 绩 效 薪 酬

(Milkovich et al., 2013)。个体绩效薪酬的一大弊病

是促使员工仅仅关注个人绩效(Gerhart & Rynes, 

2003), 不愿与同事合作(Burks et al., 2009), 甚至

嫉妒和损害同事利益(Gläser et al., 2017)。团队绩

效薪酬则能促使团队成员关注团队绩效, 把自己

看作团队的一员而非独立个体 (Ellemers et al., 

2004), 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团队认同(Kim & Gong, 

2009)。团队绩效薪酬能通过在成员心中突显团队

绩效的重要性, 促使成员把团队看作一个特殊单

位 , 并用团队特征来描述自己 (Ellemers et al., 

2004)。 

命题 9：团队绩效薪酬能促进团队认同。 

高团队认同者很看重团队的成功。团队成功

了 , 他们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自尊

(Hogg & Terry, 2000)。对他们来讲, 帮助团队其他

成员提高绩效 , 就是在帮助团队整体提高绩效

(Ellemers et al., 2004)。同时, 团队认同会促进团

队内成员之间的信任(Hogg & Terry, 2000)。信任

正是心理契约的重要基础(Robinson & Rouss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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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因此, 团队认同高的员工会因为更加信任

同事而敢于进行社会性风险投资——帮助有需要

的同事, 愿意和这些同事签订帮助相关的心理契

约——而不用担心受助同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他们更可能会关注到团队内成员的困境, 愿意认

真分析这些困境并承担帮助成员脱离困境的责任, 

积极构思和实施助人策略, 并不断反思自己的助

人策略和行为, 从而更好地帮助团队内成员。以

往实证研究也发现那些具有更高团队认同的员工

会更加倾向于帮助同事 (McDonald et al., 2018; 

Lin et al., 2018)。结合命题 9 认为团队绩效薪酬能

促进团队认同, 我们进一步推论出以下命题。 

命题 10：团队绩效薪酬能通过提升团队认同

来促进对团队内成员的助人决策。 

归属感和优越感时刻都在影响着助人决策

(Nadler, 2020)。高团队认同的员工既可以通过帮

助团队内成员来获得团队接纳实现归属感, 也可

以在帮助团队内成员的过程中锻炼和展示自己的

能力获得优越感。另外, 团队认同会促使员工过

于关注所属团队而忽视其它团队的困难和利益

(张莹瑞, 佐斌, 2006), 也会促使员工通过让所属

团队比其他团队更加优秀而获得优越感 (Nadler, 

2012), 导致员工不帮或者少帮团队外成员, 甚至

通过帮倒忙来限制甚至损害其它团队的绩效, 最

终让所属团队获得相对优势 (van Leeuwen & 

Zagefka, 2017)。结合本项目所提出的助人决策六

步骤模型, 团队认同高的员工可能会无视团队外

成员所面临的困境 , 不愿努力去分析这些困境 , 

也不愿承担助人责任, 进而不会去构思、实施以

及反思助人策略和行为。 

另外, 中国文化强调差序格局(费孝通, 1947; 

阎云翔, 2006)和圈子文化(邱力生 等, 2012; 王如

鹏, 2009; 杨新敏, 2010; 张桂平, 廖建桥, 2009), 

容易滋生山头主义(刘军 等, 2016)。团队绩效薪

酬无疑会强化上述倾向, 因此我国员工可能容易

对团队外成员的困境不闻不问, 甚至落井下石。

也就是说, 高团队认同的员工可能会更不愿和团

队外成员签订帮助相关的心理契约, 更容易忽视

团队外成员的困境, 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帮助

团队外成员。结合命题 9 认为团队绩效薪酬能促

进团队认同, 我们进一步推论出以下命题。 

命题 11：团队绩效薪酬通过促进团队认同来

抑制员工对团队外部成员的助人决策。 

员工在进行助人决策时, 可能会因为自己所

认同的团队具有很强的边界性而认为 “内外有

别”。团队边界会让员工倾向于只关注所属团队的

利益 , 忽视甚至损害其他团队的利益 (Nadler & 

Halabi, 2006)。改善这种状况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

用更大的社会分类标准来提高团队成员对外群体

的包容性(van Leeuwen & Zagefka, 2017; 周天爽 

等, 2018)。当个体对原本分离的两个群体的认知

表征改变为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时, 对

内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也能延伸至先前的外群体

成员, 从而提升对先前外群体成员的帮助意向(周

天爽 等, 2018)。关于个体绩效薪酬的研究也发现

那些在价值观上和组织高度匹配的员工, 个体绩

效薪酬不会降低他们的助人行为; 而那些在价值

观上和组织存在严重分歧的员工, 个体绩效薪酬

就会显著降低他们的助人行为 (Deckop et al., 

1999)。值得注意的是, 价值观的匹配正是促进组

织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Edwards & Cable, 2009)。

也就是说, 组织认同可能会影响团队认同对人们

与团队外成员签订帮助相关心理契约的倾向性。

另外, 组织认同也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团队认同对

团队内成员的帮助行为。当个体同时具有较高的

组织认同和团队认同时 , 他们可能会更加认同

和接纳团队内成员 , 因而更愿意积极主动地帮

助他们。结合命题 10 和命题 11, 我们提出以下

命题。 

命题 12：组织认同感会促进团队认同在团队

绩效薪酬与针对团队内部成员助人决策之间的正

向中介作用 

命题 13：组织认同感会降低团队认同在团队

绩效薪酬与针对团队外部成员助人决策之间的负

向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构想, 本项目拟综合利用访谈

法、案例法、焦点小组法、经验取样法等多种研

究方法开展 4 项研究。研究 1 着力构建工作场所

助人决策的过程模型。具体实施步骤为：第一步, 

在总结文献的基础上编制访谈提纲, 然后对 5 家

企业的各层级共 30 名员工, 进行每人 1 小时左右

的访谈; 请他们讲述关于助人决策过程及其影响

因素作用模式的关键事件。第二步, 请 3 名熟悉

助人决策文献但不了解本研究目的的博士生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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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稿进行编码 , 并计算他们编码的一致性系数 ; 

如严重不一致就请他们对不一致的内容进行讨论

并重新编码 , 直到一致性系数达到相应标准为

止。第三步, 项目成员对编码资料进行汇总、分

析与提炼, 并在此基础上修订本研究所提出的助

人决策过程模型。第四步, 另找 5 家企业的 30 名

员工进行访谈, 并从访谈结果中提取出 10 个与助

人决策相关的典型案例, 然后用这些案例去检验

经过第三步修订后的助人决策过程模型。 

研究 2 聚焦助人决策过程模型中的反思调整

步骤, 揭示施助者和受助者在互动过程中如何对

各自的助人行为进行反思调整。该研究拟邀 300

名左右的新入职员工自愿参与。待这些新员工被

正式分配到各部门后, 请他们每人推荐一位同事

(这名同事须是同时进公司的新员工)与自己形成

对偶, 共同参与研究。然后, 对这 300 对对偶进行

4 周左右的每日追踪。我们之所以选择新员工, 是

因为他们刚进入企业, 具有很多互助的需要和机

会, 方便我们在较短时间内观测到他们在助人决

策上的变化, 从而提高数据检验的灵敏度。最后

鉴于这种研究设计所收集到的数据具有对偶性 , 

本研究拟用 APIM 模型进行数据分析(Kenny et al., 

2006)。 

研究 3 和研究 4 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视为能

够影响员工进行助人这种社会性风险投资的重要

情景因素, 着重考察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工作

特征和团队绩效薪酬两个因素对助人决策的影

响。针对工作特征的研究 3 采用问卷调查法, 拟

邀 300 名左右的企业员工参与 3 个时间点的问卷

调研。在第一个时间点收集人口统计变量、集体

主义文化、工作特征等信息; 在第二个时间点请

参与者自评任务互依性、工作投入; 在第三个时

间点请参与者报告自己的助人决策。最后, 进行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针对团队绩效薪酬的研

究 4 也采用问卷法, 拟对参与者进行 3 阶段问卷

调研：第一阶段收集人口统计变量、团队绩效薪

酬等信息; 第二阶段收集团队认同和组织认同等

信息; 第三阶段分别收集参与者针对团队内和团

队外同事的助人决策。最后, 进行被调节的中介

效应检验。 

4  理论建构 

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 本项目开展两方

面共计 4 项研究。第一个方面探讨了工作场所助

人决策的过程机制; 第二个方面则进一步分析相

关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工作场所助人决策过程

的影响机制。具体来讲, 我们首先通过研究 1 提

出助人决策的六步骤模型, 从而有效地体现出助

人决策过程的连续性、循环性和反思性。随后, 本

项目通过研究 2 聚焦于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与传

统助人决策过程模型的关键差异, 深入分析施助

者和受助者双方在互助中的“反思调整”步骤。最

后, 鉴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能会在很大程度影

响到员工进行作为社会性风险投资的助人决策过

程, 本项目通过研究 3 和研究 4 来进一步分析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工作设计和团队绩效薪酬两

个因素对工作场所助人决策的影响模式。总的来

讲, 本项目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建构。 

4.1  助人决策的过程机制模型 

本项目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 在旁观者

介入决策模型(Darley & Latané, 1970)的基础上提

出了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 认为助人决策是一个

包含了关注困境、解释困境、确认责任、构思策

略、实施助人和反思调整 6 个步骤的社会性风险

投资过程(见图 2)。这 6 个步骤可以分别比喻为建

立心理契约过程中的发现签约机会、分析签约机

会、确认签约必要、构思签约策略、实施签约行

为以及调整契约条款等阶段。同时, 助人决策的

这 6 个步骤也正好对应着动态性心理契约理论所

关注的 4 个阶段：关注困境、解释困境、确认责

任、构思策略对应创建阶段, 实施助人对应维护

阶段, 反思调整则对应心理契约的重新协商和修

复两个阶段(见表 1)。 
 

 
 

图 2  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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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助人决策过程与动态性心理契约的对应关系 

助人决策 

六步骤 

动态性心理 

契约过程 
签约过程 旁观者模型 

关注困境 发现签约机会 发现他人遇到困难

解释困境 分析签约机会 意识到他人需帮助

确认责任 确认签约必要 意识到帮助的责任

构思策略 

契约创建 

构思签约策略 决定提供什么帮助

实施助人 契约维护 实施签约行为 实施具体帮助行为

重新协商 
反思调整 

契约修复 
调整签约条款 —— 

 

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强调了助人决策过程中

的社会性风险投资属性, 从而能够有效地避免以

往研究过于强调助人决策的利他性, 兼顾了助人

决策的利他性和利己性(Nadler, 2020; 张豪, 张向

前, 2020)。以往研究认为, 助人决策是一种“利他”

决策 , 强调施助者对受助者的奉献与付出 (宋珂 

等, 2018; 周文娟 等, 2013)。然而, 施助者往往也

存在着利己的动机(Siem & Stürmer, 2019), 以往

那些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考察助人行为发生机

制的研究(e.g., Dirks & Ferrin, 2002; Lepine et al., 

2008;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其隐含假设

就是助人行为是施助者和受助者双方进行社会交

换的过程。施助者的助人行为并非完全不求回报, 

因此以往研究将助人看作一种单纯的利他主义行

为可能是不准确的。 

此外, 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还强调助人决策

是一个包括 6 个步骤的过程, 而非像以往相关研

究那样把助人决策当作是一个静态的变量进行探

讨(Nadler, 2020)。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对助人决

策过程进行了展开, 这有利于后续研究进一步深

入探讨各前因变量对助人决策过程的具体影响模

式, 从而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因素到底对助人决策

的哪个步骤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同时, 正是

由于本项目揭示了助人决策的过程机制, 后续研

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各个步骤分别会对

哪些后果变量产生怎样的影响。总的来讲, 助人

决策六步骤模型能够提高关于助人决策过程的影

响因素及效应研究的细腻度。 

4.2  助人决策的反思调整步骤 

本项目的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是在旁观者介

入决策模型(Darley & Latané, 1970)的基础上提出

来的。这两个模型的一个核心区别就体现在反思

调整步骤上。正是这个步骤的加入, 使得助人决

策六步骤模型突破了旁观者介入决策模型所体现

的线性助人决策过程, 进而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工

作场所中的助人决策的多轮次属性, 强调了工作

场所中的施助者会根据助人行为的结果来调整自

己后续的帮助决策。工作场所中的员工之间拥有

大量持续互动的机会, 因此员工们往往进行的是

长期且有计划的助人决策(Dovidio et al., 2006)。

员工在组织中进行助人决策的时候通常不会仅仅

关注到此时此刻助人决策的前因和后果, 而是还

会同时思考当前的助人决策会对施受双方以及旁

观者造成什么影响, 并且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来

根据自己的助人结果, 调整自己今后针对当前受

助者乃至其他人的助人决策。 

助人决策过程既然是一种基于动态性心理契

约的社会性风险投资决策(Nadler, 2020; Schein, 

2009), 施助者必然会根据自己的助人决策结果来

对双方之间关于帮助的心理契约进行反思和调

整。比如, 施助者会依据自己的助人行为是否帮

助他人脱离了困境, 或受助者是否因此回报了施

助者及其所属组织等信息, 来判断双方关于帮助

的心理契约是否得到了双方的坚守; 以及自己是

需要进一步延续、调整、抑或终止双方之间关于

互助的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能否得以创建和维系的关键就在于

契约双方之间的信任(Robinson et al., 1994)。因此, 

信任是助人决策过程当中反思调整步骤的核心机

制。施助者通常会出于对求助者的信任去帮助求

助者(van der Vegt et al., 2006); 受助者也常会出

于对施助者的信任才愿意向潜在施助者求助(van 

der Vegt & van de Vliert, 2005); 并且求助者在接

受到施助者的帮助之后就会越发信任施助者

(Greenberg, 1980)。这种相互信任进一步使得施助

者和受助者的角色互换具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同时, 只有在施受双方的角色能够不断地顺利互

换, 他们之间关于帮助的心理契约才能得以履行, 

双方的相互信任才能得以维持和加强, 最终双方

的互助关系才能得到延续和巩固。否则, 施受双

方的互助性心理契约就会逐渐弱化甚至破裂(见

图 3)。 

信任包括 3 个维度, 即友善信任、正直信任

和能力信任(Schoorman et al., 2007)。这 3 个维度

在施助者和受助者的反思调整步骤中扮演着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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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施受双方的反思调整步骤 

 

角色。第一类角色主要由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来

扮演。这类角色相对比较简单。如果我们称初始

轮次中的施助者为甲方, 求助者为乙方; 那么乙

方首先可能出于对甲方的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才

愿意向甲方求助, 否则可能会因为担心被甲方拒

绝或被落井下石而不愿向甲方求助。甲方往往也

是出于对乙方的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才愿意帮助

乙方。当甲方帮助乙方之后, 乙方会增加自己对

甲方的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 同时也正是因为乙

方对甲方的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 乙方才可能在

今后甲方面临困境时帮助甲方。甲方如果在帮助

乙方后能从乙方获得适当回馈也会增加自己对乙

方的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照此逻辑循环往复 , 

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就在甲方和乙方之间逐渐强

化 , 促进双方相互帮助; 反之 , 双方之间也可能

会因为友善信任和正直信任的缺失而导致帮助相关

的心理契约难以建立或者破裂从而不愿互帮互助。 

第二类角色主要由能力信任来扮演。这类角

色相较于第一类角色来讲要复杂许多。和上文一

样, 我们也称初始轮次当中的施助者为甲方, 求

助者为乙方。乙方首先可能会出于对甲方的能力

信任才愿意向甲方求助(van der Vegt et al., 2006; 

van der Vegt & van de Vliert, 2005), 否则就算甲

方有意帮助乙方, 乙方也会认为甲方的帮助意义

甚微反而会使自己空欠甲方许多人情 (Newark 

et al., 2017)。甲方之所以会帮助乙方也会部分因

为相信乙方具有起码的能力来接受帮助以及在将

来回报甲方, 从而不用担心乙方会浪费甲方的帮

助或无力报答甲方。通过甲方的成功帮助, 乙方

可以确认甲方的确具有足够的能力, 增加了自己

对甲方的能力信任, 并因此在将来进一步向甲方

求助; 甲方如果成功帮助乙方脱困, 并从乙方得

到了相应回报后, 也能确认乙方有足够的能力来

承接帮助并回报甲方。当然如果在此轮次中甲方

的帮助无效或乙方完全没有表现出承接帮助或回

报甲方的能力, 双方之间的能力信任就会直线下

降, 最终可能导致帮助相关的心理契约破裂、互

助关系终止。随着甲方对乙方的帮助次数增加 , 

甲方相对乙方在与帮助内容相关能力上的相对优

势可能会缩小, 甲方能向乙方提供的帮助的价值

也随之降低, 因此乙方对甲方的能力信任就会降

低; 另外 , 甲方在帮助乙方的过程中 , 也可能会

因为感知到乙方的能力水平和自己的能力水平越

发接近而开始隐藏自己的能力水平, 以避免乙方

进一步向甲方求助来继续缩小乙方和甲方的能力

水平差距。正是基于甲方对自己的能力掩盖和乙

方的能力增长, 乙方对甲方的能力信任可能会随

着帮助轮次的增加而降低。甲方对乙方的能力信

任却在不断提高。这可能导致甲方和乙方在助人

关系中的施受角色互换, 然后在后续互助过程中

双方反复进行上述反思调整步骤。一旦在反思调

整步骤中出现一方的能力未能符合另一方对其的

能力预期, 则可能会导致能力信任下降, 进而促

使帮助相关的心理契约破裂并需要就该心理契约

进行调整、修复或终止。 

4.3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 

工作场所中的助人决策既然是一种社会性风

险投资决策, 那么组织就应该为这种风险投资决

策提供适宜的投资环境, 促使员工愿意并且能够

在工作场所中持续地进行这种投资行为。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当中的工作设计和团队绩效薪酬, 正

好能够通过塑造适宜的社会性风险投资环境, 促

使员工帮助同事以及获得适当回报, 最终促进员

工的助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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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工作设计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就工作设计来讲, 人力资源管理者可以通过

调整工作特征来促使员工具有足够意愿和资源去

帮助同事。工作特征包括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

性、任务重要性、任务自主性以及任务反馈性

(Hackman & Oldham, 1975)。这些工作特征可以提

高员工的工作投入(孙灵希, 腾飞, 2013; 杨红明, 

廖建桥, 2011)。然而, 过多的工作投入会使员工把

大量认知资源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Halbesleben 

et al., 2009), 因而可能缺乏足够的认知资源去关

注他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客观公正地解释这些困

境, 并且还可能会为了保存有限的认知资源而不

愿把所剩无几的认知资源投入到助人这种角色外

行为(Ruci et al., 2018; 陈晓暾 等, 2020)。 

工作投入对助人决策的上述影响在很大程度

上会受到任务互依性的调节。针对那些任务互依

性较低的工作而言：一方面, 工作投入会使得员

工专注自己的工作而无视同事的困难; 另一方面, 

高工作投入的员工可能认为别人也会对其自身的

工作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Wang et al., 2019), 容

易把他人的帮助视为领地入侵 (Bachrach et al., 

2006)。因此, 高工作投入的员工会比低工作投入

的员工更少地帮助他人。但针对那些任务互依性

较高的工作而言 , 工作投入则可以促进助人决

策。因为那些从事互依性较高任务并具有较高工

作投入的员工, 为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必须关

注相关同事的工作进展(Guzzo & Shea, 1992)。因

此, 在这些同事遇到困难时, 个体就更容易关注

到这些同事的困难, 更倾向于认为对方需要自己

的帮助、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他们将来也更

有可能会帮到自己(见图 4)。 
 

 
 

图 4  工作特征对助人决策的影响机制 

 

4.3.2  团队绩效薪酬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团队绩效薪酬主要通过影响员工在多大程度

把自己和求助者视为同一社会类别, 从而影响员

工的助人决策。团队绩效薪酬强调在个体薪酬与

团队绩效之间建立起较强的联系, 进而增强个体

的团队认同(Kim & Gong, 2009)。但值得注意的是, 

团队认同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团队认同尽管可能

促进个体对于团队内成员的助人决策, 但同时可

能抑制个体对团队外成员的助人决策。针对团队

内成员, 高团队认同的员工会充分意识到自己是

团队的一员, 自己的利益与团队的利益高度统一

(Hogg & Terry, 2000), 因而把帮助团队内成员理

解为是在帮助自己(Marques, 2010; 张莹瑞, 佐斌, 

2006), 最终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针对团队内成员

的帮助行为 (McDonald et al., 2018; Lin et al., 

2018)。然而, 针对团队外成员, 高团队认同的个

体在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团队的一员同时也容易

强 调 所 属 团 队 和 非 所 属 团 队 的 区 别 (Nadler, 

2012)。他们往往由于专注于团队利益而忽视组织

利益, 甚至认为提高团队利益的一种策略就是倾

轧 其 他 团 队 的 利 益 (van Leeuwen & Zagefka, 

2017)。因此, 高团队认同的员工可能会无视团队

外成员所面临的困境(张莹瑞, 佐斌, 2006), 不愿

努力去分析这些困境, 不愿承担助人的责任, 更

不愿损耗认知资源去构思、实施以及反思助人策

略和行为。 

组织认同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团队认同

对团队内成员助人决策的正向作用, 弱化团队认

同对团队外成员助人决策的负向作用。针对团队

内的求助者, 组织认同能在团队认同的基础上促

使个体更加认同自己和求助者同属一个社会分类, 

因而进一步地体会到自己与求助者的利益息息相

关, 最终更加愿意去帮助团队内的求助者。针对

团队外的求助者, 组织认同相较于团队认同来讲, 

强调更大的社会分类标准, 因此有利于提高团队

成员对团队外成员的包容性 (van Leeuwen & 

Zagefka, 2017; 周天爽 等, 2018)。尽管高团队认

同的个体在针对团队外成员的求助时仍会感到利

益冲突(促进其他团队的利益同时可能不利于自

己及所属团队的利益), 但由于高组织认同的个体

更可能会超越个体及所属团队的即时利益, 把自

己及所属团队的利益与组织利益看作一个整体 , 

进而影响到助人决策六步骤模型中的“确认责任”

步骤 , 最终促使个体更加愿意去帮助团队外成

员。反之, 那些低组织认同者如果具有高团队认

同, 势必会更强烈地把个体及所属团队的利益与

组织利益进行对立, 从而更不愿去帮助团队外成

员(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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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团队绩效薪酬对助人决策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 工作特征与团队绩效薪酬等人力

资源管理相关实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个体的

助人决策过程。并且, 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

助人决策的影响往往比较复杂, 可能兼具正面和

负面作用, 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动态性心理契约

理论进一步深入分析工作场所中的助人决策过程, 

努力挖掘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实践对助人决策过程

的影响模式, 从而促使管理者能在发挥相关实践

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抑制其负面作用, 并最终在组

织中创建有利于个体持续进行助人这种社会性风

险投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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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offering help in the workplace 

YANG Jianfeng1, GUO Xiaohong1,2, MING Xiaodong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e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eministration,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9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eory, this project considers workplace helping 

decision-making as a social venture investment process rather than a transient behavior. We also argue that a 

vital func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to create and maintain a sustainabl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within organizations for social venture investment among employees. To test these ideas, this 

project will develop a helping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odel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model and those proposed by previous studies.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 this project will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s of 

work design and payment management in helping decision-making.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we will develop suggestion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effectively promote employees’ 

helping behavior. 

Key words: helping decision-making, social venture investment, dynamic psychological contract, resource 

alloc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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